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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之間」的縫合者： 

一位幼教聘任督學的跨越邊界與系統領導

之個案研究

陳宏彰

摘　要

研究目的

在臺灣幼教政策劇烈變革的背景下，本研究旨在探究「幼教聘

任督學」如何作為關鍵行動者，修補體制斷裂。本研究深入剖析其

跨界實踐樣貌、關鍵能力養成歷程，並闡明支撐其有效運作的促進

因素與潛在限制。

研究設計／方法／取徑

本研究採質性個案研究，選取一位在特定縣市脈絡下展現卓越

成效的幼教聘任督學為關鍵個案。透過對該督學、教育行政人員及

第一線幼兒園長與主任的深度訪談，並輔以文件與人工製物分析，

從多元視角建構其跨界實踐的整體性理解。

研究發現或結論

研究發現，該制度雖源於應對治理危機，但個案幼教聘任督學

展現了「衝突調解」、「政策轉譯」、「能力建立」與「支持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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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跨界實踐。其卓越實踐根植於橫跨教學與行政的「跨界生涯軌

跡」，並由「道德使命感」所驅動。她善用退休後的「中間性」身

分之結構性優勢，在互信的基礎上扮演了體制的「縫合者」。然而，

研究亦發現制度化資源匱乏與高度依賴個人實踐，構成了永續發展

的隱憂。

研究原創性／價值

本研究填補了既有文獻的實證空白，其學術價值在於：一、針

對「跨界者如何養成」，建構了一幅從生涯、轉折到實踐的歷程圖像；

二、揭示了「退休」與「中間性」身分如何轉化為協力治理的結構

性潛力，拓展跨界理論的視角；三、整合跨越邊界與系統領導理論，

深化對本土治理創新的理論對話。

教育政策建議或實務意涵

研究建議地方治理思維應從仰賴個人奉獻，轉向策略性地建置

「系統性專業資本」。政府需建立一套具備「雙重經驗」的人才識

別與培力機制，並輔以制度化資源與實踐社群支持，方能將個人的

實踐智慧，轉化為提升整體教育系統韌性的永續能量。

關鍵詞：聘任督學、跨越邊界、跨界者、系統領導、幼兒教育



53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March, 2026, Vol. 34, No. 1, pp. 051-091
DOI : 10.6151/CERQ.202603_34(1).0002

THE ART OF IN-BETWEENNESS: 
BOUNDARY SPANNING AND SYSTEM 

LEADERSHIP OF A PRESCHOOL APPOINTED 
SUPERVISOR IN TAIWAN

Hung-Chang Chen

ABSTRACT

Purpose

Amid systemic upheaval engendered by Taiwan’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form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Preschool Appointed Supervisor in mitigating the upheaval. It analyzes 
the boundary-spanning practices, development of key capabilities, 
enabling factors, and potential limitations of the effective fulfillment 
of this role.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Employing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 approach, this study selected 
one preschool instructional supervisor who had demonstrated 
exceptional effectiveness in a specific county as a critical case.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supervis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ors, and frontline preschool principals and directors, 
supplemented by the analysis of documents and artifacts, the study 
constructed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her boundary-spanning 
practice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Findings/results

Findings show that while the preschool supervision system 
originated as a crisis-driven innovation, the individual supervisor 
demonstrated boundary-spanning practices developed ov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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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of a career, including conflict mediation, policy translation, 
capacity building, and supportive companionship. Her exceptional 
practice is rooted in a boundary-crossing career spanning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on and is driven by moral purpose. Leveraging the 
structural advantage of post-retirement “in-betweenness,” she acts as 
a “system mender” based on mutual trust. The study also finds that the 
scarcity of institutionalized resources and high reliance on individual 
practice pose risk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riginality/value

This study fills an empirical gap by: 1) Mapping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a boundary spanner, from career transitions to 
professional practice; 2) Reconceptualizing “retirement” and “in-
betweenness” as structural assets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3) Integrating boundary spanning and system leadership theories to 
deepen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 on loc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Policy/practical implicat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local governance should shift 
from relying on individual dedication to strategic cultivation of 
systemic professional capital. Policymakers should establish formal 
mechanisms to identify and cultivate talent with experience in both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on, supported by institutionalized resources 
and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to transform individual wisdom into 
sustainable resilience for the overall educational system.

Keywords:  appointed supervisors, boundary spanning, boundary 
spanners, system leadership,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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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地方教育治理的田野現場，研究者觀察到一個引人深思的現象：當

中央推動劇烈的幼教政策變革，導致地方教育行政機關與第一線幼兒園之

間充滿張力、甚至對立時，有一位關鍵人物卻能靈活穿梭其中，化解衝突

並促成合作。這位人物並非擁有法定職權的正式官員，而是一位自幼兒園

教職退休後被聘任的「幼教聘任督學」（以下簡稱幼教聘督）。在訪談中，

基層園長將其形容為「我們縣幼教界的『媽媽』」、「有求必應的 7-11」，

甚至是守護現場的「媽祖婆」；教育官員則視其為不可或缺的「體制潤滑

劑」。這種超越正式科層體制的影響力，引發了本研究的高度關注：為何

一位缺乏正式行政權力的退休人員，能在充滿斷裂的體制縫隙中，展現出

如此強大的領導效能？

近年來，臺灣學前教育經歷了一連串重大的結構性轉型。隨著「幼托

整合」、「少子女化對策計畫」與「準公共化」等政策的推行，幼教現場

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戰。繁瑣的行政文書與頻繁的評鑑考核（張義雄、

莊清寶，2023；黃佩岑，2025；廖來第，2020），加上公私立園所間的資

源競爭與緊張關係（官有垣等人，2023；胡至沛、吳筱苹，2013；傅朝文，

2020），皆對現場造成巨大衝擊。這些由上而下的政策雖立意良善，但在

落地執行時，往往因法規 /行政語言與教學實務的隔閡，導致第一線人員

面臨沈重的負荷與反彈（孫良誠、吳清山，2023）。在正式編制人力有限

且流動率高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如何有效治理並支持現場，已成為一大難

題（林俊瑩，2023；張盈堃，2025）。為彌補科層體制與教學現場之間的

落差，地方政府開始嘗試引入「聘任督學」（以下簡稱聘督）此一彈性角

色，試圖借助其豐富的實務經驗，修補體制運作的不足。

然而，相較於聘督在實務現場展現的關鍵影響力，學界對於此類「非

正式編制」的地方教育治理行動者，關注卻相對稀缺。既有教育視導研究

多聚焦於具公務員身分的正式督學（如黃騰、李文富，2010；蔡明學、林

信志，2013），鮮少深入探究聘督如何透過日常互動、協商與轉譯，在各

方利害關係人之間建立信任並推動變革。少數關於聘督的研究，亦多侷限

於制度法規比較或國中小階段的探討（如陳宏彰，2021），缺乏對幼教聘

督實踐歷程的微觀剖析。特別是在幼教聘督制度化程度較低、支持機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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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匱乏的情境下，這種高度依賴個人特質與社會資本的領導模式，其內涵

究竟為何？其專業影響力又是如何建構？

這些實務觀察恰與當代公共行政及教育領導領域的核心概念—「跨

越邊界」（boundary spanning）與「系統領導」（system leadership）—相

互呼應。前者強調行動者在不同組織介面間進行資訊交換與協調的功能

（Williams, 2012）；後者則關注領導者如何超越單一機構利益，致力於整

體系統的共好（Hopkins & Higham, 2007）。

據此，本研究旨在透過一位具啟示性的關鍵個案，深入探究幼教聘督

如何作為體制的「縫合者」。本研究將剖析其跨界實踐的具體樣貌、關鍵

能力的養成歷程，以及支撐其有效運作的促進與限制因素，期能為臺灣地

方教育治理提供具體的實踐參照。

基於上述研究旨趣，本研究提出待答問題如下： 

一、個案幼教聘督所處脈絡的制度緣起為何？其被賦予的角色期望為

何？

二、個案幼教聘督如何在地方教育系統中展開其工作？在此過程中，

又受到哪些因素的促進與限制？

三、個案幼教聘督的專業生涯歷程，如何形塑其當前的跨界工作？

貳、文獻探討

一、臺灣聘任督學制度的樣貌與相關研究

（一）制度緣起、角色與工作任務

臺灣的聘督制度，並非由中央統一規劃的產物，而是地方政府自發性

產生的創新實踐。此制度最早可追溯至 2000年的臺北縣，當時為彌補正式

行政督學在教學實務經驗上的不足，遂師法英國皇家督學制度，任用「現

任校長」為聘督來做教學輔導的工作，開創性地延攬校長擔任此職（藍溪，

2000）。臺北縣聘督制度之創舉逐漸開啟各縣市仿效，並逐漸從任用「現任

校長」轉而邀請「退休校長」擔任聘督，來協助地方教育的改善與提升，

舉如：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 2007 年以「菁英風華再現」為名首次推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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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制度，以鼓勵優秀的退休校長繼續貢獻教育專業知能，活絡退休生涯，

協助推動教育政策及重點業務，強化教育施政品質（郭美瑜，2007）。再者，

高雄市政府教局亦於 2010 年首度實施「榮譽督學制度」，借重退休校長豐

富的辦學經驗，鼓勵其繼續貢獻教育專業知能及豐富經驗，提供學校諮詢輔

導（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025）。此後，該模式逐漸擴散，特別是在 2010

年後進入快速發展期，不僅為多數縣市所採納，並逐步透過訂定作業要點等

方式予以「制度化」，成為一項地方治理的重要機制（陳宏彰，2021）。

在實務上，聘督的角色與任務由各地方政府依其治理需求自行定義，

名稱與細節雖略有差異，但核心功能頗為一致。首先，此角色的正式名稱

以「聘任督學」最為普遍（如臺北市、新北市），也有稱之為「榮譽督學」

（如高雄市）或「專聘督學」（如嘉義縣）者。其次，此角色的聘任來源，

普遍以延攬退休的校長、主任或資深教育行政人員為主。再者，此角色的

工作任務，可統整為三個面向：其一，在「向下」連結學校端，其兼具支

持與監督的雙重功能，既提供校長校務經營與教學領導的諮詢輔導，亦協

助教育局處執行相關行政視導；其二，在「向上」連結行政端，其扮演政

策建言者與推動者，參與地方教育政策的研議過程；最後，在「橫向」連

結上，則強調與其他督學同儕及輔導體系合作解決現場的複雜問題，或連

結外部專業團體協調合作及引介資源（陳宏彰，2021）。

綜觀而言，儘管各縣市在名稱與任務細項上有所不同，但皆清晰地將

此角色定位為一個穿梭於政策與實務之間的「橋樑」，提供專業支持與諮

詢的關鍵協力者。

（二）學前教育階段聘任督學的發展

在聘督制度的發展趨勢下，學前教育階段的聘督角色與其任務工作，

處於相對較被忽略的位置。究其根源，主要在於國中小與幼兒園的編制脈

絡本質不同，加上教育局處之治理重心長期集中於國中小，導致聘督職責

多聚焦於國民教育階段，較少針對學前階段建立專門的支持系統。受此結

構影響，多數縣市的聘督仍以延攬退休「校長」擔任，這與學前機構以

「園長」或「主任」為管理者的職制存在落差（《教保服務人員條例》，

2022）。此種背景差異不僅使得聘督人力難以精準回應幼教現場需求，更

造成國中小階段的視導模式難以直接移植至學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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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此一長期忽略的現象近來已出現轉變的契機。以臺北市為例，

不僅幼教聘督的人數規劃從 2019年的 2位大幅增加至 2025年的 7位（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2025），更在 2024年修訂法規，首次將退休教保服務

機構「園長」納入敦聘對象，並將「教保服務機構」明列為服務範疇（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2024）。部分縣市陸續敦聘公立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主

任擔任聘督者，或將「幼兒園」納入聘督的輔導範圍（如新北市、高雄市、

新竹縣等）。

（三）聘任督學相關研究與研究缺口

國內地方教育視導研究已累積了豐碩成果，多聚焦於正式公務體系的

督學，揭示其職權模糊、行政負荷繁重及專業能力不足等結構性困境（李

雯琪，2016；楊振昇，1998；蔡明學、林信志，2013）。這些研究雖為聘

督制度的興起提供脈絡，卻也反向凸顯學界對此新興角色的系統性忽略。

直至近年，學界始關注此本土治理創新，並將其詮釋為臺灣特有的「系

統領導者」（陳宏彰，2021）。此定位強調聘督能超越單一學校框架，扮

演促進系統內橫向協作與能力建構的關鍵角色。在功能上，聘督是連結地

方政府與學校的「橋樑」，其權力基礎源於「同僚性」與「退休者」身分

所建立的信任夥伴關係（陳宏彰，2021）；在臺北市個案中，這群退休校

長更被視為「系統性能力建構者」，將工作內涵深化至專業資本建構層次

（Chen, 2023）。

儘管初步研究已具雛形，既有文獻仍存在兩個關鍵缺口。首先，學

制階段涵蓋面不均。現有研究多聚焦於國中小階段，對當前政策劇變下同

樣面臨治理挑戰的學前教育階段，相關探究仍付之闕如。少數研究如江翎

（2023）雖曾探討學前聘督的政策轉化工作，但對其更廣泛的跨界實踐與

系統領導角色，仍缺乏厚實的實證描繪。其次，研究視角偏向靜態描述。

過去研究側重制度結構與角色功能，對於聘督如何踐行跨界實踐及其專業

養成的動態歷程，仍是未解之謎。這使學術社群對於幼教聘督的制度緣起、

跨界實踐及專業養成，仍存有研究空白。

此缺口在近年臺灣教育領導研究的呼籲下更顯迫切。鄭新輝（2019a）

指出，地方教育局處的系統領導功能亟待強化，並主張應遴選具教學與領

導資歷的視導人員扮演溝通橋樑（鄭新輝，2019b）。楊國賜等人（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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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李雯琪（2016）的研究亦形成一項共識，建議遴派優秀退休校長轉任督

學，以提升治理能量。

上述倡議恰與「聘督」之實務不謀而合。如何善用退休校長專業、釋

放其領導能量以挹注地方系統改善，已成為學理與實務的交集。因此，探

究幼教聘督的實踐與養成，不僅是填補實證研究的空白，更是回應教育治

理轉型的核心課題。

二、跨越邊界與跨界者的理論概念

聘督的「橋樑」角色，與公共管理文獻中的「跨界者」概念高度契合。

「跨越邊界」理論為理解聘督的日常實踐，提供了極佳的分析視角。

（一）跨越邊界的定義與核心構面

跨越邊界的概念根植於開放系統理論，強調組織為求生存與資源獲

取，必須管理與環境間的相互依存關係（Addi-Raccah, 2015）。在公共治

理脈絡下，跨越邊界被視為管理組織與環境介面的過程，涉及連結人員、

篩選及轉譯資訊（Nederhand et al., 2019）。其核心在於行動者為連結受

組織、部門、文化或專業邊界分隔的實體，所進行的一系列協商、溝通與

協調（Qian et al., 2023; Stephens et al., 2024）。踐行此任務的「跨界者」

（boundary spanners）即是能穿梭於不同社會場域、協商意義並連結分隔

實體的行動者（Ho et al., 2020）。當代跨界實踐已超越單一平面，發展為

一種多層次的治理行為，行動者除須處理橫向聯繫，亦須在垂直層級結構

中進行協調（Conteh & Harding, 2023），在衝突的目標與期望中建立連結

以促進協作（Williams, 2002）。

現有文獻多從互動的「方向性」剖析跨界核心構面，主要涵蓋垂直、

水平及對外三個維度（Guarneros-Meza & Martin, 2016）。首先，「垂直

跨越」指涉在政府層級或科層組織縱向結構間的協調，包含向高層爭取資

源與協商政策的「向上管理」，以及將政策轉譯給基層並提供支持的「向

下管理」（Anderson & Weiner, 2023）。其次，「水平跨越」涉及跨部

門、跨專業的橫向連結，旨在解決跨部門的複雜議題（Conteh & Harding, 

2023）。再者，「對外跨越」強調將組織連結至外部社區、家長或受服務

對象，以建立信任與正當性（Anderson & Weiner, 2023）。為落實多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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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跨界者須扮演多重角色：包含保護核心任務的「緩衝者」（buffer）、

建立連結的「橋接者」（bridging agent）（Benoliel & Schechter, 2017; 

Goldring, 1990），以及轉譯不同語言與文化符碼的「詮釋者」（interpreter）

（Williams, 2011）。這些維度共同形塑了跨界者豐富的實踐內涵。

（二）跨界者的角色與實踐工作

稱職的跨界者需扮演多重角色。Williams（2002）的經典框架

指出，跨界者是嫻熟的「網絡建立者」（reticulist）、創新的「創

業者」（entrepreneur）、異文化間的「詮釋 / 溝通者」（interpreter/

communicator），以及協作過程的「協調者」（coordinator）。後續研究不

斷豐富此內涵，如 van Meerkerk與 Edelenbos（2021）將其活動歸納為資

訊交換、關係經營、協調談判與中介促進四類實踐。Benoliel與 Schechter

（2017）更將功能擴展至協作生態系，強調其在促進知識交換、協調多元

利益、建立承諾及提升組織聲譽的核心作用。近年來，此理論亦廣泛應用

於教育領域，用以探討學區總監與校長等行動者的跨界角色（Addi-Raccah, 

2015; Ho et al., 2020; Ståhlkrantz & Rapp, 2020）。

勝任複雜的跨界工作，需具備超越傳統行政技能的複合能力。晚近研

究將其歸納為三個相互依存的維度（van Meerkerk & Edelenbos, 2021）：

首先是「認知能力」，強調處理複雜資訊與建立專業信譽（Honig, 2006; 

Miller, 2009）；其次是穿梭於不同文化與權力關係所需的「社會能力」，

如溝通、協商與建立信任的技巧（Williams, 2012; van Dorp, 2018）；最後

則是處理角色內在緊張、同理他人的「情緒能力」（Anderson & Weiner, 

2023）。

（三）跨界者的養成：經驗的形塑力量

跨界能力並非天生，晚近研究日益強調其「養成」（becoming）面向。

Austin 等人（2012）提出的「跨界生涯」（boundary-spanning careers）概念，

主張個人的職涯若曾橫跨不同制度部門—例如兼具一線教學與行政管理經

驗—將有助於內化多元觀點，成為受雙方信任的「雙文化中介者」（Miller, 

2009）。Brown（2017）進一步指出，擁有跨部門資歷者比終身在單一體

系的官僚更具協作所需的開放心態；因此，他主張僅靠現職員工的「訓練」

難以奏效，應引入具備跨專業經驗的人才。然而，Honig（2006）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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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非傳統經驗具備雙面性：初期雖有助於理解現場語言並促進協力，後

期卻可能因缺乏體制內人脈與文化資本而面臨限制。Honig的見解點出了

人才與體制需要相互搭配的重要性。

教育領域的實證研究亦印證了「過往經驗」對跨界實踐的重要性。

Ho 等人（2020）發現，新加坡副校長因曾任處室主管，更能有效連結中

層管理者；Qian 等人（2023）在中國的研究指出，系統領導者的過往成功

經驗是其動員資源、進行跨校輔導的關鍵資本。van Meerkerk 與 Edelenbos

（2021）亦強調，經驗能強化衝突管理、專業知能及跨組織覺察等核心能

力。綜上所述，有效的跨界實踐高度依賴行動者長期的專業經驗與生涯軌

跡；然而，這些由經驗形塑的能力仍須在特定制度脈絡下運作，且必然面

臨體制的磨合與挑戰。

（四）跨界者的促進條件與挑戰

跨界實踐的成效深受脈絡因素形塑。文獻指出，除行動者個人能力外，

有效的跨界工作亟需促進性的制度條件；相對地，體制內的結構性限制則

可能大幅削弱其努力成效。

在促進因素方面，組織高層的支持是重要的催化劑。van Meerkerk與

Edelenbos（2018）指出，「行政支持」—包含高階主管的承諾、資源挹

注及賦予裁量空間—是促成跨界行為的關鍵。當行動者獲得上層信任與授

權，會更有意願進行網絡連結與協商。此外，個人在網絡中的既有位置與

信任關係亦至關重要；佔據核心位置或擁有長期情誼的行動者，其跨界阻

力將大幅降低（Leung, 2013）。

然而，跨界者在體制內亦面臨多重的結構性困境。首先是官僚體制的

內在慣性，公共部門壁壘分明的科層與僵化流程，常與跨界所需的彈性背

道而馳（Guarneros-Meza & Martin, 2016）；Honig（2006）提出的「官僚

同化」概念便揭示，跨界者可能被迫遵循傳統管控模式，進而磨損其原有

的協力功能。其次，角色模糊性使其易陷入多重課責的壓力中，如教育場

域中的跨界者常因「卡在中間」而需要承受來自上下層級的雙重壓力（Ho 

et al., 2020）。最後，多層次治理的複雜性亦帶來獨特挑戰，跨界者不僅

須處理組織間的水平邊界，更須在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垂直邊界間往返穿梭

（Conteh & Harding, 2023），使實踐過程充滿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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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領導與系統領導者的理論概念

（一）系統領導與系統領導者的定義

「系統領導」概念於 21 世紀初在教育領域興起，旨在回應日益複雜

的變革需求。其核心理念強調領導者應跨越單一組織界限，將責任感從自

身組織的成功，擴展至對整體系統「共好」的利他精神，其終極關懷源於

一種深層的「道德使命感」（moral purpose）（Hargreaves, 2014）。根據 

Hopkins 與 Higham（2007）的經典定義，系統領導是指領導者「願意在改

善自己的學校之餘，同時肩負起改善其他學校責任的一種領導形式」（p. 

148）。這意味著系統領導者不僅追求個別組織的卓越，更關注更廣泛的

系統性變革與學生福祉。

此外，系統領導在本質上具有「跨越邊界」的特性（Ghate et al., 

2013）。領導者必須超越正式職權範圍，在物理或虛擬的邊界間運作。此

種跨界特質，正呼應了本研究中聘督的實踐核心：其作為體制縫合者的關

鍵角色，必須在行政科層與教學現場間穿梭協調，透過連結不同的場域來

發揮系統性的領導效能。

（二）系統領導的核心構面

Hopkins與 Higham（2007）提出的系統領導實踐模型，展現了由內而

外的動態邏輯。其核心基石為「道德使命感」，強調領導者受提升整體學

生福祉的信念驅動，將關懷範疇從單一組織擴及至他校與社區，作為承擔

廣泛系統角色的根本動力。在此核心之上，領導者透過「個人發展」與「策

略敏銳度」（strategic acumen）將願景轉化為行動；這不僅涉及透過同儕

標竿學習精進專業，更需具備將道德目標轉譯為營運原則的策略能力，確

保實踐能產生實質成果。

上述能力進一步落實於管理教學、培力成員及發展組織等行動領域，

為系統領導奠定堅實基礎，最終顯化為跨越邊界的具體角色。例如：領導

教育夥伴關係、協助低成就學校或擔任變革推動者，以有意義的方式參與

並重塑更廣泛的教育系統。

然而，儘管該模型強調道德核心，晚近研究卻指出系統領導在政策實

踐中出現質變。Glowach（2025）分析顯示，英國的系統領導逐漸從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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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導向的道德實踐，轉向強調「工具主義」與層級權力的管理技術。在

多學苑信託（MATs）等架構下，系統領導有時被管理主義吸納，將原本

具政治性的價值選擇轉化為技術效率問題，甚至導致學校陷入自我利益優

先的生存主義文化，邊緣化了賦權社區的原初理想。

面對上述挑戰，學界呼籲必須重申「道德使命感」的核心地位

（Glowach, 2025; Mowat, 2019）。唯有回歸以道德為基礎的集體領導，重

新關注解放性意圖與利益相關者賦權，才能有效應對複雜的「棘手問題」，

避免系統領導淪為由上而下的控制工具，進而實現教育系統的公平與永續

改進。

（三）系統領導的角色與實踐

為釐清系統領導在不同場域的實踐樣貌，Boylan（2016）提出微觀、

中觀與宏觀的層次架構，為理解此一概念提供清晰的分析視角。在微觀系

統（Micro System）層次，領導者聚焦於具系統導向的領導實踐與認同，

雖身處單一學校或教室，卻能運用系統思維形塑專業風格；中觀系統（Meso 

System）則體現為跨校領導，領導者跨越學校邊界在網絡中協作，其角色

依協定強度涵蓋諮詢、指引或直接決策；而宏觀系統（Macro System）強

調系統範圍的影響，旨在透過校際協作聯盟，在區域或全國層級驅動教育

變革，最終目標是建立「自我改善的學校系統」。

在此多層次架構下，文獻指出系統領導者的範疇極其廣泛，涵蓋高

層行政、校長、督導、網絡領導者及中層教師等多元角色（Chen, 2023; 

Harris et al., 2021; Hopkins, 2009; Zheng et al., 2025）。其功能多樣，從為

校長提供導師支持，到擔任執行領袖領導學校聯盟皆屬之。Hopkins與

Higham（2007）進一步將這些實踐歸納為：領導教育夥伴關係、協助低成

就學校、擔任社區領袖以連結社福網絡，以及作為驅動系統變革的領導者

此外，系統領導並非僅由上而下運作，Boylan（2016）強調教師亦能

透過跨校專業網絡展現「由下而上」的影響力。Harris 等人（2021）補充

指出，這些角色在微觀層次體現為具體職能（如學科領導人），在宏觀層

次則是驅動系統變革的關鍵政策槓桿。綜上所述，現行研究顯示，在系統

各層次部署具備經驗、專業與信心的領導者，是建構整體教育系統能力的

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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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跨界到系統領導：本研究的理論概念視角

當代文獻顯示，「系統領導」與「跨界實踐」在學術對話中已日

益交融。系統領導者本質上即是跨界者（Bolden et al., 2020），其核心

特質在於具備跨組織工作的能力，致力於連結不同群體以促成系統變革

（Timmins, 2015）。近期研究指出，融合此二視角能更深刻解析領導者推

動改革的機制（Qian et al., 2023）；例如 Zheng 等人（2025）提出的「跨

界領導」（boundary spanning leadership），便具體描繪了領導者如何透過

建立先鋒團隊、促進知識動員及發展邊界物件等策略來落實變革。

在此融合視角下，「跨越邊界」提供了剖析微觀行動的工具，而「系

統領導」則賦予這些實踐宏觀的治理意義與道德使命。當跨界者的行動受

系統領導理念引領，其影響力將超越單一個案，擴散至整體系統的改善。

本研究將兩者視為經緯交織的理論架構：以「跨越邊界」為經，剖析聘督

的微觀實務、能力與養成歷程；以「系統領導」為緯，賦予其宏觀的系統

價值。藉此回應既有研究缺口，為臺灣幼教聘督的實踐建立實徵基礎。

在理論運用與資料分析上，本研究採納 Blumer（1954）的「敏銳性概

念」（sensitizing concepts）觀點，視「跨越邊界」與「系統領導」為引導

進入田野的啟發性工具，而非意圖驗證的硬性框架。誠如 Blumer所言，

敏銳性概念旨在提供觀察與思考的「一般性指引」，協助研究者辨析資料

中潛藏的核心現象（Blumer, 1954），而非在預先定義的概念中強行驗證。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究臺灣地方政府在幼教政策劇變下，「幼教聘督」的制度緣

起、跨界實踐樣貌、專業養成歷程，以及支撐其運作的促進與限制因素。下文

將依序說明研究方法、參與者選取、資料蒐集與分析，以及研究信實度與倫理。

一、研究方法與個案選取

本研究採質性單一個案研究設計。依據 Stake（1994）的觀點，個案

研究旨在探究特定脈絡下的複雜現象。本研究界定「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為關鍵行動者「K聘督」及其跨界實踐，而 A 縣市的幼教治理環

境則視為其發生的背景脈絡（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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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案策略上，本研究採「關鍵個案抽樣」（Patton, 2014）。初步田

野探究發現，K聘督受不同層級利害關係人（中央官員、地方科長、基層

園長）一致公認為成效卓越的核心行動者。此種「典範性角色」（exemplary 

practitioner）（van Hulst et al., 2012）特質，使其足以作為剖析跨界者養成

與實踐的關鍵個案。

此外，另一選取考量在於其脈絡的獨特性：該縣市聘督制度具備「由

幼教而起」的發展歷程，為觀察 K聘督如何從無到有建立系統連結，提供

了絕佳契機。為落實「三角檢證」（triangulation），本研究除訪談個案本

人外，亦訪談該縣教育處科長、中央行政人員及五位不同類型幼兒園園長。

透過多元視角的交互驗證，可幫助本研究多層次地描繪 K聘督跨越邊界與

系統領導的實踐歷程。

二、研究個案的場域脈絡

本研究選取的 A 縣市為臺灣非六都縣市，地理環境兼具都市、鄉村與

偏遠山區，城鄉差距顯著，使得資源分配與行政督導成為地方治理上的挑

戰。在幼教生態方面，A 縣市幼教園所樣態多元且分布廣泛；近年因應中

央推動之準公共幼兒園政策等關鍵變革，地方政府須在短時間內與大量私

立園所進行協商、輔導與品質管理。在此背景下，A 縣市的聘督制度呈現

「由幼教而起」後才擴展至國中小的特殊發展路徑，凸顯了幼教領域在此

治理創新中的關鍵地位。此外，該縣市僅設有一名專責學前教育的聘督（即

個案 K聘督），這種對單一行動者的高度倚賴，使其成為觀察臺灣地方政

府在政策劇變下，如何運用彈性治理策略回應現場需求的典型案例。

三、研究參與者與資料蒐集

（一）半結構式訪談

本研究遵循「理論抽樣」（theoretical sampling）原則選取訪談對象

（Glaser & Strauss, 2017），旨在從不同層次與面向闡明跨界實踐的樣貌。

此原則的核心在於，由分析中浮現的理論概念引導資料蒐集，以尋求有助

於發展並飽和理論的來源。對應跨越邊界的理論框架，抽樣設計旨在捕捉

個案聘督在系統中跨越「垂直」與「水平」邊界的互動質性。為此，訪談

對象涵蓋地方教育生態系統中不同層級的行動者，包含：呈現「向上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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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央教育部官員（1位）、扮演「上下連結樞紐」的地方教育局處科長（1

位），以及作為「向下與水平連結實踐場域」的公私立幼兒園主管（5位）。

此外，為確保發現的廣度，在選取五位幼兒園主管時，進一步採行「異

質性抽樣」策略，綜合考量園所屬性（3位公立、2位準公共）、地理區

位（山線、海線、市區）及主管年資，期能從多元實務觀點全面理解聘督

的實踐內涵，並提升研究信實度（具體資料詳見表 1）。

為利於分析呈現，本研究對受訪者進行匿名編碼。編碼邏輯採「代號 -

屬性」，定義如下：「K聘督」為核心個案；「M-部行政人員」代表教

育部行政人員；「L-科長」代表教育處科長；「K1-公幼」至「K5-準幼」

則分別代表五位不同背景的幼兒園園長或主任（公幼代表公立幼兒園，準

幼代表準公共幼兒園）。

表 1 

本研究訪談參與者基本資料一覽表

參與者

化名 /代碼
職稱 隸屬單位 服務年資

目前職

務年資
性別 訪談時間

K幼教聘督 聘任督學 無 31 6 女 2小時 5分

M-部行政人員 行政人員 教育部 20 12 男 46分

L-科長 科長 教育處 13 7 女 1小時 53分

K1-公幼 主任

公立學

校附設

幼兒園

36 4 女 53分

K2-公幼 主任

公立學

校附設

幼兒園

18 2 女 25分

K3-公幼 主任

公立學

校附設

幼兒園

30 15 女 1小時 14分

K4-準幼 園長
準公共

幼兒園
35 15 女 56分

K5-準幼 園長
準公共

幼兒園
24 12 女 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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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件分析

本研究輔以文件分析法，主要蒐集兩類資料：首先是官方文件與公開

資訊，涵蓋該縣市聘督實施辦法、相關公文、訪視紀錄及媒體報導；其次

為個案聘督提供之「人工製物」（artifacts），包括其自製的政策法規簡報、

經費試算表及法規彙編手冊等。透過分析這些人工製物，旨在探究個案聘

督在促動政策施展（policy enactment）過程中，如何運用物質媒介作為跨

界工具，藉以連結、召集不同的行動者。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 Glaser與 Strauss（2017）倡導的「持續比較法」（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分析過程中，研究者在資料與資料、資料與概念

間進行反覆對照，雖以理論概念為起點，但更強調核心主題（如聘督的實

踐樣貌）從實證資料中由下而上地豐富與轉化。此種分析取徑符合 Stake

（1994）對「本質性個案研究」的界定，即首要目的在於對個案（聘督）

的複雜性獲得深刻理解，而非僅將其視為驗證理論的工具。因此，本研究

的理論框架並非封閉的檢核表，而是隨分析過程動態生成的詮釋體系。

具體分析遵循系統性的三階段流程：

（一）資料浸淫與札記撰寫：為深度掌握資料，所有訪談皆逐字謄

寫，並透過反覆閱讀文本與聆聽錄音，撰寫分析札記（Miles & Huberman, 

1994）。

（二）混合編碼與主題分析：運用 NVivo 軟體進行主題分析（Braun 

& Clarke, 2006），並採取「混合編碼法」（hybrid coding approach）。此

階段始於源自跨界理論的演繹性初始編碼（如：中介、網絡建立）作為敏

銳性指引，隨後更著重發展源自參與者語言的歸納性編碼（如：雙向轉譯

者、像媽媽一樣、系統信任基石）。

（三）核心主題群聚與理論對話：在遞迴過程中將編碼分類群聚，逐

步發展出更高層次的核心主題，並在實證資料與理論框架間進行交互辯證。

同時，本研究針對官方文件與個案聘督的人工製物（如政策簡報、

Excel 工具）進行分析，將其與訪談文本對照閱讀。這些文件不僅提供重

要的實務脈絡，更成為聘督跨界實踐的具體證據，展示其如何將複雜的官

方指令轉化為第一線人員可執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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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信實度與倫理

本研究採多重策略確保研究結果的信實度。首先，透過整合不同層級

利害關係人的訪談、官方文件及個案產出的個人文件，進行「資料來源三

角檢證」，藉由比對多元訊息建構厚實且可信的詮釋。其次，本研究實施

「成員檢核」（member checking），將關鍵主題與詮釋摘要提供予參與者

審閱回饋，以確保研究發現與其經驗相符。

在研究倫理方面，本研究經大學研究倫理委員會（REC/IRB）審查

通過，並於取得所有參與者知情同意後進行。所有受訪者姓名與服務單

位均採匿名編碼，並隱去特定政策細節以保護隱私。最後，本研究之目

的不在於統計上的「推論」（generalization），而在於提供深刻的「理論

啟示」（theoretical insight）；其發現對於其他縣市或教育階段的適用性

（transferability），則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檢證。

肆、研究發現 

本節依四個主題回應研究問題：首先，析論 A縣市幼教聘督制度的緣

起與角色期望；其次，描繪個案聘督的跨界實踐樣貌；繼之，歸納其專業

能力的養成歷程；最後，分析影響其實踐成效的促進與限制因素。

一、制度的緣起與角色期望

本研究發現，A 縣市聘督制度的誕生並非源於中央政府的由上而下規

範，而是地方政府在多重危機與困境交織下，為尋求體制斷裂「解方」所

催生的產物。

（一）危機下的制度催生：回應幼教現場的衝擊與治理困境

首先，制度創設的關鍵推力源於政策變革引發的治理危機。

2011 年《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實施後，新設罰則改變了行政機關

與園所間的互動模式，導致關係緊繃。K 聘督回憶道：此變革「造

成整個教育局處跟私立跟公立幼兒園的對立的部分，所以… [A 縣市

教育處 ] 才想說不行，那應該有一個人出來做這方面的協調與溝通

的部分」（K 幼教聘督），面對高度緊張的對立，教育處意識到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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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由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已然失靈，迫切需要能扮演協調角色的中介

者，希冀透過聘督化解行政端與現場的衝突。

其次，地方教育處亦面臨嚴峻的內部治理困境。一方面是「正式督學

人力嚴重不足」，科長坦言縣市幅員廣大，現有人力難以覆蓋偏鄉需求（L-

科長）。另一方面則是現場行政知能的落差，特別是私立園所因人事更迭

快速，處理行政事務往往「不是那麼的恰當跟合法」（L-科長）。中央官

員亦指出，行政端與教學現場間存在難以跨越的認知鴻溝（M-部行政人

員）。在此內外交迫的情境下，能穿梭於雙軌體系（行政與教學）、熟悉

雙方語言的彈性角色，顯得至關重要。

再者，2018年推動的「準公共幼兒園」政策，進一步加劇對對中介角

色的需求。該政策需與私立園所進行細膩協商，K聘督憑藉其退休身分與

跨界信任被賦予重任。她回憶道：

當初 ...為什麼退休的時候一定要當聘任督學，那時候也是因為準公共要

啟動。...那時候 [我 ]退休了，然後帶著 ...教育部的人去跟我們私幼協

調溝通，跟他們講，講到他們願意同意 ...我們 [縣市名稱 ]是準公共化

加入的時候，第一階段是最多園所的 ...（K聘督）

這顯示具備跨越公私領域邊界並獲取信任的行動者，已成為政策落實

的關鍵。

綜上所述，A 縣市聘督制度是為回應幼教政策衝擊而「主動創設」。

教育處科長強調，該制度並非仿效他縣市，而是因應在地問題：「我們是

從幼兒園先開始…後來因為這樣，處長就想到說幼兒園可以這樣子做，那

國小也應該可以…然後後來國中小也跟著做…」（L-科長）。此一「由幼

教先行，再擴及國中小」的發展路徑，不僅確立幼教聘督在地方治理中的

開創性地位，也反映該制度作為回應在地危機之創新解方的本質。

（二）慧眼識英雄：對「雙重經驗」與「人脈網絡」的角色期望

研究發現，教育行政端對聘督的角色期望，旨在填補科層體制在「實

務指導」與「情感關照」上的雙重缺口。科長指出，面對現場行政量能落

差，聘督需超越單純的監督視導，轉化為實務導師，「手把手的，帶 [學

校 ]她們實際做一次，把 [行政 ]表格確定了」（L-科長）；同時，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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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正式督學偏重依法行政的「查案角色」，行政端更倚重聘督在衝突情境

中的「情感取向」，期望其以非官方的彈性身分，促使溝通「理直氣和…

比較 smooth的把事情完成」（L-科長），在合法框架下給予支持，降低

治理成本並提升政策落實度。

A縣市之所以選擇 K聘督作為制度開創者，核心考量在於其獨特的

「雙重經驗」與「人脈網絡」。她擁有逾三十年的第一線教學資歷，且退

休前借調教育處達八年，是極少數能同時獲取兩造信任的行動者。她分析

道：

我想…因為第一個我在教育處八年，第二個是因為我之前 [在學校時 ]

一直在辦 [全縣性 ]研習，全縣所有老師幾乎都很熟。（K聘督）

此深厚資歷轉化為科長眼中卓越的「行政能力」，證實選任首要在於

其「比較資深，行政能力很強…[她 ]能來跟我們這邊溝通，或者是說去

學校瞭解情況，協助學校去改善…無論是對學校或對我來講都是精進！」

（L-科長）。這份能力並非紙上談兵，而是源於其早期服務於「縣網中心」

時，長期負責全縣系統建置與訓練，對跨校、跨系統事務瞭若指掌，故在 

2012 年幼托整合前夕，即受教育處借調處理棘手的行政對接工作。

中央官員亦從系統觀點，點出此雙重經驗所構築的「橋樑」價值。他

觀察到，K聘督能有效「穿透兩邊」，因為她「已經很熟悉整個行政體系」，

且「教學環境她本來就熟悉」，建立廣泛人脈，在政策溝通上扮演「一個

非常好的橋樑」（M-部行政人員）。綜合而言，教育處對於此角色的初

始期望，即是藉其雙重經驗與人脈，扮演「協調與溝通」及「承上轉下」

的關鍵角色，化解體系衝突，並能代表教育處去「瞭解學校情況，協助學

校改善」（L-科長）。

二、幼教聘任督學的工作實踐  

研究發現，K聘督的實踐遠越單純的行政輔助，展現出多向度、跨越邊

界的系統領導特質。其工作內涵可歸納為：「衝突調解」、「政策轉譯」、「能

力建立」與「支持陪伴」。需說明的是，為求分析清晰，下文雖將實踐樣貌

區分為四個面向，但在實際田野情境中，這些行為往往有機交織且相互滲透。

因此，下列分類旨在突顯特定脈絡下的核心實踐，而非截然二分的獨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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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衝突調解：跨越多重邊界的「緩衝」機制

在充滿潛在衝突的教育生態系中，K聘督扮演調解衝突的「拆彈者」

與「潤滑劑」，贏得現場敬重。其調解工作展現了多向度跨越的特質，有

效連結家長、民意代表等外部對象，建立信任基礎與正當性。

首先，面對棘手的家長陳情案，「聘任督學」的身分本身即具備潤滑

功能。K 聘督分享道，家長得知聘督出面會倍感「被尊重」，「家長很開

心，因為信任感的部分 ...可以讓很多問題化於無形…就迎刃而解了」（K

聘督）。在協調中，她策略性地為雙方尋求解套方案：「我會去幫私幼解

套，然後我會去幫家長解套，整個中間點的拉鋸的部分，我再求一個平均

值」（K聘督），藉此在對立的立場中尋求共識。此外，其協調介面亦延

伸至政治層次，園長觀察到：「有的時候甚至還會牽扯到議員，她 [K聘督 ]

也是很勇敢的要站上去，去跟議員做一些說明之類的」（K2-公幼）。

其次，除處理外部衝突，她更深入園所內部，化解幼托整合後因「同

工不同酬」引發的紛爭。面對校長亦感棘手的問題，她將自己定位為幼教

老師的「好朋友」，以同理心溝通，強調「共好才能共創共榮」（K聘督）。

一位園主任也觀察到她「手腕好」，非常善於處理這種「人之間的問題」，

知道如何「居中去協調」，並且「熟稔各類園所的行政法律知識」（K2-

公幼）。尤其在園所面臨重大危機時，其挺身而出的擔當是建立信任的關

鍵。一位私幼園長回憶，當園所因不當管教事件陷入輿論風暴時，K聘督

的即時輔導給予了及時的支持：

很高興的就是 [K聘督名字 ]老師並沒有放棄我們 ...她來不是對我們

指責，而是來幫助我們怎麼站起來 ...第一時間跟著科長馬上來我們學

校 ...指導我們該怎麼處理、該怎麼做。...她是來保護我們的。（K4-準幼）

這種在危機中展現的專業判斷與承擔，使其成為地方幼教系統中深獲

信賴的依靠。上述實踐顯示，K聘督的行動場域已超越園所與教育處，時

而橫向延伸至民意代表以爭取政治支持，時而向外連結家長社群以建立信

任。透過這種多向度的邊界跨越，成功編織起關係調解的協作網絡。

（二）政策轉譯：搭建行政與實務之間的理解橋樑

K 聘督核心的日常實踐，是在行政體系與實務現場間扮演「雙向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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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向下轉譯」維度，她致力於將生硬的政策文本轉化為具象、易

懂的實務指引。面對頻繁變動的法規，她主動摸索並將其「做成簡報 ...放

在那個群組供大家去參考使用」（K1-公幼），或在研習中宣講。園所主

任讚嘆：「我們再拿法規啊，喔真的超厲害 ...因為她也都整理得很好 ...都

幫我們消化過。」（K2-公幼）。

這種轉譯實為「形式的創新」，她運用圖文簡報等物質媒介來轉譯法

規與政策；一位園主任敬佩地分享到：她帶著自製簡報「利用下班時間，

或是週六週日時間，到我們鄉鎮各個公立私立園所裡面去推廣正面管教方

式」（K4-準幼）。在處理繁瑣的補助與退費時，她與園所合作設計全縣

通用的「Excel 範本」，並透過 LINE 提供具體圖片參考，讓抽象規範變得

具化且易於依循，大幅減輕教師的行政負擔（K3-公幼、K5-準幼）。對

她而言，這種讓「行政簡單化」的多元轉譯，效果遠勝於官方慣用的「轉

發公文」（K聘督）。

在「向上轉譯」維度，她則扮演政策推動的「敲門磚」與「催化劑」，

將現場執行困境回饋予教育處，促使行政端調整規範以提升政策可行性。

針對窒礙難行的研習要求，她回憶道：

我就跟 [教育處 ]科室反應說，學校不是不參加沉浸式母語 [研習 ]，但

現在 [的規定是老師 ]每個月都要利用上班時間去發表、受訓。真的，

當 [老師 ]離開現場，若這個學校裡面有三班的老師都要去的時候，

學校哪裡請得到代課老師？……還好後來，科室就有去調整研習的要

求……（K聘督）

園所主管亦證實，K 聘督深諳實務，成為園所反映「窒礙難行之處」

的最佳管道（K4-準幼）。在中央幼教政策推動的關鍵期，中央官員觀察

到，她憑藉長期累積的信任關係，「先 call 了一些 ...熟識的 ...可以信任

的 ...園所來」參與對話。該官員進一步描述： 

當幼兒園來到那個面對面跟我們討論的現場的時候，她跟幼兒園的那個

互動跟熟絡，我想這現場就看得出來…所以我覺得那是很長期建立起來

的一個信任感…在這個比較有信任的基礎上…我們 [政策 ]的成功率就

會高。（M-部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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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官員形容，她扮演著「一般人看不見，卻具推動力量」的角色，

如同系統中的「洗衣球」，不斷在政策與實務端「滾動」，加速溝通與理

解（M-部行政人員）。透過雙向轉譯，她成功將潛在的政策阻力，轉化

為系統內共生合作的動力。

（三）能力建立：跨越邊界的資源整合與專業培力

K 聘督的實踐進一步深化為對系統內行動者的「能力建立」。這是一

項深層的賦能過程，呈現出從「對事」的問題解決、到「對人」的專業培力，

再到「對系統」資源整合的多層次樣貌。

在「對事」層面，她擔任在地顧問與危機指導者。面對評鑑與稽核壓

力時，她不只提供範本，更「手把手的帶 [幼教老師 ] 她們做」（L-科長），

協助園所建立標準化流程。園所主管觀察到：「她教我們怎麼去批判、思

考並解決問題，讓我們有能力去面對，而不是逃避」（K4-準），在法規

上「仰賴她非常非常非常的多」（K5-準幼）。在園所首度面臨幼兒確診 

COVID-19 的突發危機時，她扮演沉穩的指導者，安撫焦慮並具體指引流

程：

她就跟我講說你不用著急，你現在回學校…然後說你哪些表格你去填一

填 ...她又把…要做的表格傳給我之後，哦！我就覺得真的很感謝她。

（K5-準幼）

在「對人」層面，培力對象擴及系統內不同角色。她除指導教育處新

進同仁辦理行政業務外（M-部行政人員），更關注初任教師成長，主動

舉辦分享會（K1-公）。此外，憑藉對全縣人事動態的通盤了解，她能為

教師提供精準的生涯建議。園主任分享道：「因為 [K 聘督 ] 她在 [A 縣市 ] 

跑久了，她知道哪個學校的老師，大概氛圍是怎樣？這個老師的個性適合

不適合到這個學校？」（K3-公）。訪談資料顯示，其足跡遍及全縣園所，

對地理環境與建物分布極為熟稔。

最終在對「系統」層面，她扮演積極的「資源連結者」，致力於提升

整個系統的整合能力。例如主動為園所「推薦教授」作為外部專業協助，

或在園所「找不到代課老師的時候」，動用個人網絡協助尋找代課老師（K

聘督）。這種跨越組織邊界、主動連結資源的行動，正是跨界者的具體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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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持陪伴：從情感連結到建立系統的信任基石

在專業實踐之外，K 聘督在現場人員心中已昇華為給予系統安定力量

的象徵。研究顯示，其所有跨界實踐的根基，皆源於與現場人員建立的深

厚情感連結。此種支持與陪伴不僅穩定系統，更為「衝突調解」與「政策

推動」奠定不可或缺的信任基礎。她透過 LINE與「幾乎全縣所有老師」

保持聯繫（K聘督），主動給予鼓勵以「提升士氣」（K1-公幼）。園所

主任分享道：「我們倆的關係非常的好！就是好朋友、好夥伴這樣子」（K3-

公幼），這種深厚情誼使她成為現場人員信賴的傾訴對象，自然扮演起情

感支持的「心靈導師」（K聘督）。

專業信任與情感支持的融合，使受訪者不約而同地使用感性譬喻來形

容其角色。她被視為「就很像媽媽一樣」（K5-準幼），扮演著「母雞帶

小雞」的守護者（K3-公幼）。她的協助隨傳隨到，如同「7-11」般可靠，

園長描述：

她是那個 7-11，隨時打電話給她，她都可以給我我要的（問題）答案，

甚至有時候她會直接給我圖片…我在法規上面，仰賴 [K幼教聘督 ]非常

非常非常的多，她也給我很多很多的幫助。（K5-準幼）。

最終，其形象進一步昇華為本土文化中的安定力量。園所主管形容她

是「A 縣幼教的媽媽」（K2-公幼）或「心目中的媽祖婆」，因為她總能「有

求必應」（K4-準幼）。另一位主任則以「鎮殿媽」譬喻，認為正是因「有

這個人鎮住在我們縣」，幼教品質才得以穩定與提升（K1-公幼）。這些

譬喻深刻描繪出，其角色已超越行政協調者，透過無數次的專業解題與深

度信任，轉化為深植於本土脈絡的安定形象，成為穩定幼教系統的關鍵基

石。

三、跨界能力的鍛造：一位系統領導者的養成歷程 

研究發現，K聘督能有效實踐多向度跨界工作，其關鍵能力並非與生

俱來，而是在長達三十餘載的專業生涯中，透過橫跨教學現場與行政體系

的獨特軌跡鍛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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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重經驗的積累：奠定跨界實踐的知識基礎

K聘督的跨界能力首先奠基於深厚的「雙重經驗」。一方面，是長達

三十餘年的第一線教學經驗。她自陳：「我是一個幼兒園的教師 ...從 [30

幾年前 ]就開始」（K聘督）。這份資歷使其能深刻同理現場困境與需求；

園長觀察到，正因其「懂得幼兒園的酸甜苦辣」，所以「會擋在前面去幫

幼兒園說話」（K5-準幼），並藉此贏得信任。

另一方面，長達八年的教育處行政經驗，使其對體系運作邏輯與政策

語言瞭若指掌。中央官員指出，正是憑藉對行政體系與教學環境的雙重熟

悉，其才具備有效「穿透兩邊」的能力（M-部行政人員）。此種「雙棲」

背景，構成了她所有跨界實踐的穩固基礎。

（二）跨界能力的整合：從依法行政到同理轉彎的智慧

更重要的是，其生涯歷程並非僅為兩種經驗的疊加，而是一個持續整

合與轉化的過程。K聘督反思退休前後的角色轉變，認為其處事風格產生

了關鍵質變：

我當一個行政人員的時候，我真的那時候就是依法行政 ...現在當了聘任

督學，其實就會比較會轉彎了 ...同理心 ...比較能同理你們為什麼這樣做。

（K幼教聘督）

這種從嚴格的「依法行政」轉向具彈性的「同理轉彎」，正是雙重經

驗內化後的實踐智慧。科長觀察到，她能秉持「法內有情」的原則，在合

法框架下保有處理事務的「柔軟」（L-科長），進而在官僚規範與人際互

動間尋獲平衡，有效發揮「潤滑劑」與「橋樑」的功能。

（三）內在特質的驅動：成就系統領導的道德使命感

除雙重經驗外，驅動 K聘督在體制縫隙中穿梭的核心動力，源於強烈

的「道德使命感」。此使命感並非抽象口號，而是具體展現為「退而不休

的學習熱忱」、「守護幼兒安全的良知」與「主動服務奉獻」的利他精神。

首先，她打破退休養老的刻板印象，展現持續精進的熱忱。面對繁雜

變動的政策，她不以資深前輩自居，反而主動承擔先學者與轉譯者的責任，

以減輕現場負擔。公幼主任對此深受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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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讓我還蠻感動 ...新的政策出來，她就會自己先去摸索 ...全國裡面有很

多最新的知識需要知道的，我覺得她都會去學，學完之後回來 ...把它弄

成很簡單又明瞭的東西給我們 [A 縣市 ]的老師，因為她也很老了啦，對

啊，老了才會退休啊，然後你看她還願意去做這樣的事情。（K1-公幼）

其次，其使命感體現在對幼兒安全環境的嚴格把關。在其信念中，教

育不僅是技術，更是「良心志業」。在檢核園所設施時，她展現出不妥協

的堅持，因其深知環境直接關乎孩童福祉：

設施設備不是 3 年就會 [申 ]請一次嗎？那有的學校可能 [不盡理想 ]，

然後我看她也都很用心，會去跟學校講 ...『其實教學是老師自己的一個

良心志業，可是你那個安全那個設施設備，你用不好，孩子每天就是在

一個不好的環境中學習』...[聽了 ]我是真的還蠻感動，她有些理念我很

欽佩。（K1-公幼）

這種基於良知與利他的投入，使其退休後的忙碌程度甚至超越在職時

期。據園長觀察，「[A 縣市 ] 的幾乎甚麼事都會有她，評鑑也是她、稽核

也是她、不適任教師也是她、家長跟小孩子糾紛也是她要去」（K3-公幼），

甚至「退休比沒退休還要忙」（K3-公幼）。此外，除關心初任教師增能外，

其對教育社群的連結亦極具熱忱：

我覺得她最感動的是她的 Line，她應該有超過 500個人的 Line。她就會

說：『來，你不會 [的話 ]，我來 line給你』。我覺得她整個生活裡面就

是以 [A 縣市 ]的幼教為為主啦。嗯，還蠻感動的…我是覺得真的不是一

般人可以做到這樣子。(K1-公幼 )

訪談尾聲，K聘督道出始終將全縣教師放在心上的深切關懷：

我想說…縣市有聘任督學很好，可是當你要擔任這個聘任督學的時

候，你…真的要有熱忱，真的喜歡這項工作…我之所以喜歡，主要是

這個工作對我來講，我本來就很喜歡。我真的喜歡這一群 [ 幼教 ] 老

師，呃，就是跟這些老師磨合在一起，然後也喜歡行政這方面的工作。

（K聘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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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種源於內心的「熱忱」、「一直再進修」與「一直在做」的結

合（K4-準幼），形塑了 K聘督「道德使命感」，驅動其承擔起更廣泛的

系統性角色，並將數十年鍛造的跨界能力回饋予幼教體系。

四、跨界實踐的動能與挑戰：促進與限制因素分析

研究發現，個案聘督的實踐成效源於個人與組織層面因素的共同支

撐，但也面臨深刻的制度性限制。

（一）促進因素

本研究將個案聘督跨界實踐的促進因素歸納為以下五項：

首先，最核心的基礎在於她長期累積的「深厚信任與人脈網絡」。此

種信任資產大幅降低了跨組織溝通的交易成本。中央官員直言，園所願意

與教育部溝通政策，主因是「賣 [K幼教聘督名字 ]面子 ...因為是一個信任

的人告訴他的」（M-部行政人員）。其次為「雙重經驗」使其具備轉譯雙

邊語言的能力，能深刻理解法規邏輯與實務困境，扮演有效的溝通橋樑。

第三，其退休後的「中間性身分」賦予了官方角色所欠缺的彈性與親近性。

相較於現職公務員的科層距離感，聘督「比較會幫幼兒園講話」（K5-準幼）

的非官方的立場，有效降低了現場的防衛心理，促進真實訊息的流動。

第四，來自地方政府高層的「充分授權」，提供了廣闊的行動空間。

科長信任其專業判斷，常請其協助「了解哪個學校有問題 ...去看一下」，

使其能靈活地「開著車去找老朋友（幼兒園主管）」（L-科長）。此種信

任在危機中轉化為高效的協作機制，如疫情期間園所面臨確診危機，聘督

即時聯繫科長並轉達：「我跟科長講了，科長會過去，資源會過去」（K5-

準幼），另一位園長（K4-準幼）亦證實：「她就馬上幫我告訴科長，科

長馬上一通電話來……跑了 200多支的快篩劑給我們…」。在此過程中，

教育處科長與聘督形成緊密的「雙向信任夥伴」關係，促使體制內外資源

迅速整合。

最後，則是其個人的「內在特質」與道德使命感。如前所述，其對幼

教工作者的深切關愛與「一直再進修、一直在做」（K4-準幼）的熱忱，

不僅感染了周遭行動者，更是支撐其在高強度跨界工作中持續付出的核心

動能。



78 陳宏彰：體制「之間」的縫合者：一位幼教聘任督學的跨越邊界與系統領導之個案研究

（二）限制因素

然而，研究也發現了數項制度性限制。首先是制度資源匱乏，該職務

基本上為「無給職」（K3-公幼、L-科長），聘督的付出近乎「犧牲奉獻」

（K1-公幼、K幼教聘督）。其次是身分定位模糊引發的體制衝突，由於

其具備非正式角色的彈性，有時會挑戰既有的科層權威，導致「承辦人員

有時候會不舒服，說為什麼學校有什麼事都不直接打電話到府內，直接都

是聯繫我」（K聘督）。

再者，該制度高度依賴個人化實踐。受訪者以「媽媽」和「媽祖婆」

等譬喻肯定個案，卻也凸顯制度在可複製性與永續性上的隱憂。目前缺乏

系統性的培力與傳承機制，使實踐智慧難以制度化延續；K聘督自述：「我

希望是有人承接 [聘督工作 ]，我不要一直喔」的期望，深刻反映了當前

制度在人才接班上的空窗困境。

伍、討論

一、危機下的治理創新：映射系統領導的本土實踐

回應研究問題一，本研究發現 A縣市幼教聘督制度並非源於中央的計

畫性規劃，而是地方政府在危機中催生的治理創新。面對劇烈的政策變革，

傳統科層治理模式已捉襟見肘（Fullan, 2010），因而引入「聘督」此一

介於體制間的彈性角色。此舉不僅是權宜之計，更是策略性的系統領導部

署，旨在透過具專業聲望的資深前輩，促進系統性改善（Dimmock, 2016; 

Hopkins, 2009）。個案聘督展現的利他與「共好」精神，具體實踐了系統

領導者不可或缺的「道德使命感」（Hargreaves, 2014）。

此外，地方政府在遴選關鍵行動者時，已隱含對「跨界能力」的深刻

洞察，特意選任具備「雙重經驗」的退休教育人員。透過這位「雙文化中

介者」（bicultural broker）（Miller, 2009），成功連結科層體制內外的多

元行動者，有效應對當代教育治理的挑戰。

二、超越科層的連結：植基於關係網絡的跨界實踐

回應研究問題二，本研究揭示 A 縣市幼教聘督的跨界實踐樣貌，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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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概念化為多向度互動架構（見圖 1）。圖 1不僅呈現其四大核心實踐，

更描繪其靈活穿梭於系統中「向上、向下、向外」不同行動者的邊界樣態。

研究發現，A縣市幼教聘督的具體實踐與 van Meerkerk 與 Edelenbos

（2021）的理論框架高度共鳴。其「政策轉譯」工作是「資訊與知識交換」

的體現，呼應了教育領導者轉譯高層政策的關鍵任務（Anderson & Weiner, 

2023; Honig, 2006）。個案在「衝突調解」上的實踐，則對應了「中介」

與「談判」功能，旨在處理利益分歧並化解對立。此外，「能力建立」上

的作為更貼近「促進」面向，體現了賦能與連結資源的跨界本質（Addi-

Raccah, 2015; Goldring, 1990）。

然而，本研究最重要的發現，在於揭示以「支持陪伴」為核心的「網

絡建立」活動，是其餘實踐得以成功的根基。這種「先建立關係，後達成

任務」的實踐邏輯，結合現場人員使用「媽媽」和「媽祖婆」等本土文化

譬喻，凸顯了在臺灣文化脈絡下，深度信任構成的關係網絡是超越任務導

向、促成系統協力治理的關鍵基石。此一發現為跨界實踐研究增添了重要

的情感與文化維度（Stephens et al., 2024）。

圖 1

個案幼教聘督的跨界實踐與系統領導互動圖

註：研究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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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界者的鍛造：生涯軌跡、退休催化與身分優勢

回應研究問題三，本研究發現個案聘督的關鍵能力並非與生俱來，而

是透過獨特的「跨界生涯」（boundary-crossing career）鍛造而成。此發現

為「跨界者養成」此一文獻薄弱環節，提供了過程導向的解答（Austin et 

al., 2012; Brown, 2017）。本研究進一步指出，「退休」是其能力整合與

昇華的關鍵催化劑。在職時，她是「依法行政」的體系執行者；退休後的

位置轉變，則使其能轉化為以關係為本、具「同理轉彎」智慧的協力者，

展現出擺脫體制束縛後，整合雙重專業自我的「適應性能力」（adaptive 

competence）（Austin et al., 2012）。

此發現闡明了其「中間性」（in-between）身分的獨特貢獻。既有文

獻常指出體制內「嵌入式」跨界者易陷入「官僚同化」的風險（Honig, 

2006; Stephens et al., 2024）；相較之下，個案聘督不支薪、不隸屬特定單

位的榮譽職，使其從「官僚體制引力」（Brown, 2017）中解脫，扮演獲

多方信任的第三方角色（van Hulst et al., 2012）。正是這種由生涯軌跡與

退休身分塑造的中間位置，既「超然獨立」又因「雙棲」經驗（Etz et al., 

2008）而「深刻連結」，使其成功不僅立基於個人特質，更源於此身分位

置所創造的結構性優勢（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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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個案督學跨界生涯軌跡與其中間性位置示意圖

註：研究者自行繪製。

四、從個人化實踐到永續系統：條件與啟示

分析促進與限制因素發現，個案聘督的成功建立在「雙向信任」的

基礎上：既需贏得第一線園所的信任，亦需獲得地方政府高層的充分授權

（van Meerkerk & Edelenbos, 2018）。此發現揭示，成功的組織外跨界者，

其背後常需組織內的協力夥伴支持。這與 van Hulst 等人（2012）的研究呼

應，他們指出外部獨立的實務工作者需有「科層體制內的夥伴」提供支持，

以避免陷入孤立。本研究中，教育處科長即扮演此關鍵夥伴，透過迅速回

應聘督請求並調動資源，展現體制內外信任連結轉化為即時有效的系統支

持。

然而，卓越的個人實踐亦揭示了制度的脆弱性。進一步分析發現，此

個案高度依賴單一行動者的奉獻與個人網絡，不僅難以複製，更面臨制度

延續的風險。困境根源在於，地方政府雖引入創新的「角色」，卻未能同

步建立支持其運作的「制度框架」。因此，本研究重要的政策啟示在於：

地方治理創新若要永續，須從依賴高度個人化的實踐，走向建立系統性的



82 陳宏彰：體制「之間」的縫合者：一位幼教聘任督學的跨越邊界與系統領導之個案研究

支持架構。政府應致力於拓建「系統性專業資本」（systemic professional 

capital）（Shirley, 2016），透過將幼教聘督的角色定位、權責與資源予以

制度化，並建立人才培力機制與實踐社群，方能將個人的卓越實踐轉化為

提升系統韌性的集體能量。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探究臺灣幼教政策劇變下，「幼教聘督」此一本土治理創新的

制度根源、實踐樣貌與養成歷程。主要研究結論歸納如下：

（一）聘任督學是地方政府在治理危機中催生出的體制縫合角色

本研究發現，A縣市幼教聘督制度並非源於計畫性的中央政策規劃，

而是地方政府為回應《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與準公共化政策引發的治理危

機（如行政對立、人力不足）所催生的應然產物。其角色定位於「體制縫

合者」，旨在透過靈活的中介功能，化解科層體制與教學現場的張力。

（二）支撐多向度跨越邊界實踐的關鍵動能與制度性挑戰

幼教聘督展現了「衝突調解」、「政策轉譯」、「能力建立」與「支

持陪伴」等四重跨界實踐，有效地將政策邏輯轉化為現場可執行的方案。

此過程由五項關鍵因素促進：行動者長期累積的「深厚信任與人脈」是運

作基礎；橫跨教學與行政的「雙重經驗」使其能掌握雙邊語言；退休後的「中

間性身分」賦予其官方體制所缺乏的彈性與親和力；來自高層的「充分授

權」提供了行動的合法性空間；以及個人具備關愛與持續學習的「內在特

質」。然而，該制度亦面臨「制度化資源的匱乏」（如無給職）、身分模

糊引發的「體制內潛在衝突」，以及「高度依賴個人化實踐」所導致的「缺

乏系統性培力與傳承機制」，構成永續發展的挑戰。

（三）從跨界生涯軌跡與退休身分轉折中鍛造的專業力

有效跨界者的能力源於長期「跨界生涯軌跡」的鍛造。個案憑藉橫

跨教學與行政的雙棲經驗，內化了雙文化語言，成為「雙文化中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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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r, 2009）。其中，「退休」是關鍵職涯轉折點，將行動者從「官僚

體制引力」中解放，賦予其在職時不具備的中立性與彈性空間。

綜上所述，本研究核心論證指出：有效跨界者的影響力並非源於科層

權力，而是其獨特的「中介者」（in-between）身分。本研究認為，在協

力治理日益複雜及系統信任薄弱的挑戰下，關鍵解方在於識別、賦能並信

任身處體制「之間」（betwixt and between）的關鍵行動者。落實系統領導

精神，讓了解現場的專業人士引領專業人士，方能以信任為觸媒，重新連

結系統的斷裂處。

二、建議

根據上述結論，本研究針對教育行政實務與未來研究方向提出以下建

議：

（一）從個人奉獻轉向系統性專業資本的策略投資 

地方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宜調整施政思維，從仰賴單一行動者的奉獻，

轉向對「系統性專業資本」的策略性投資。由於稱職的「雙文化中介者」

需長時間累積跨界能力與雙向信任，政府應建立人才識別機制，有計畫地

培育具備「雙棲經驗」的潛力人選。此外，應透過搭建實踐社群與專業培

力機制，輔以適足的資源支持，促進跨界者的智慧交流與協同合作，將個

人經驗轉化為系統的集體資產。

（二）拓展跨縣市比較研究與政策行動者的角色分析

在研究侷限與展望方面，本研究雖對單一個案進行深究，但未來仍亟

需針對不同縣市的幼教聘督制度進行比較，以勾勒更完整的本土教育治理

圖像。同時，後續研究可針對幼教聘督作為「政策行動者」的角色進行深

層分析，探討其如何在複雜的政府與學校關係中發揮影響力，進而形塑政

策的在地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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